思想研究法綜論

----以中國哲學為例             王開府  87.3

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在綜合論述思想的研究法，而此處所謂的「思想」特指人文思想�，並進一步將焦點集中在探討哲學研究法，且以中國哲學為例。

	歷來國內探討「思想研究法」的專論或專著不多，倒是有關「思想方法」「科學方法」「史學方法」「哲學方法」「思想史方法」或「方法論」的論著不少，這些與「思想研究法」一辭的內容與外延，不盡相同，本文將試作簡別。至於有關中國思想研究法，大陸學者蔡尚思先生早在民國二十八年就有《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書出版，可謂創風氣之先，彌足珍貴。但因時代的演進，該書論述的內容與方式，不盡符合目前的需要。�若專就中國哲學來說，有關方法論的探討資料頗為豐富�，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曾以此為主題召開學術研討會，並有論文結集出版。�可是，「中國哲學方法論」與「中國哲學研究法」雖然相關，卻究竟不是完全相同的論題。政治大學哲學系項退結教授，曾在1993年11月發表〈試論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一文，關注此一論題，值得參考。�本文之作則參酌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試圖由更廣泛的角度，來綜合論述這樣的論題。

	本文為篇幅所限，在論述上將較著重理論方面，而少談技術的細節部分。

二、思想、知識、哲學與義理之學

	在討論思想研究法之前，先來界定一些相關的用語：

思想：指心靈或心理的運作過程；也可以指其運作過程所得的結果。這種運作具有目的、步驟、方法，並注意有效性。這樣的運作，也稱為「思考」。�

知識：透過合理思想以獲得關於事物的確信理解。如果祇知道某事物而無法確信所知，仍不能算是知識。譬如某人知道「風水」可能與命運有關，但不能確信，則「風水」對他不能說是一種「知識」。再者，如果某人不是因為合理有效的思考，而確信「風水」，「風水」對他不能說是一種可靠的知識，人們仍可以說他是迷信「風水」。

知識的第一步便是在個別的事物上，將感官所得的資料進行酌量比較，以抽象之歸納、分析、比較作用而取得個別事物的普遍性，成立觀念。第二步是將所得的各種觀念，加以綜合判斷、推論或思索，而找出未知的原則，然後又將這些原則回歸至各個事物上，得到確信的理解。�

宋儒朱子在《大學》格物致知補傳也有一段話界定「知」。可是，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就能「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在方法上頗為神秘，在成效上又太過神奇，人類目前的知識離此目標尚遠，更何況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可以達到這樣的「物格」「知之至」！

哲學：哲學是一種以理智（依東方哲學----如儒、釋、道三教，更是「以修養或實踐」）發現事物的根本原因、關係、原理及其價值，以期建立系統一貫而完整的學問 （即知識；依東方哲學，即智慧）。�

依一般西方的說法，哲學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故必須是可理解的（reasonable）。哲學是一種純理性的學問，但它的出發點卻是實際的經驗。理智中的觀念，必須是緣感覺而生的。哲學雖然以經驗為基礎，但它是由許多普遍原則或理論結合而成，所以哲學本身的論證，是理論的作證，可以不借用科學方法中如實驗科學的實證法。�

但是，依東方的說法，哲學在境界上，有不可言說及不可思議者；它的極致，不是抽象的原則與理論，而是具體的智慧與境界；它無法單由理論作證，而是由修養證入。�

哲學和一般知識的區別在於：

它比較關注「根本的」知識。雖然什麼是「根本的」，不容易界定，這也就是哲學在研究範圍上有時和科學不易區別的地方。�

它在方法上純用理性思考，超越感覺經驗，在某種層次上，甚至超越理性思考，這在東方哲學尤其如此。

它不祇是理解，也是信念。在追求根本的知識時，人們不免要涉及信念的問題；而在知識窮盡或無能為力之時，往往也就是信念真實呈顯之時；透過深邃的哲學所獲致的確信之理解，也容易形成人生的堅定信念。因此，哲學不祇是抽象的理論，也是啟發及指引實踐行動的人生信念。�

義理之學：「義」或「理」在中國思想中出現甚早。此二字連用，應最早出現於《孟子》，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告子上〉）「義理之學」一詞，曾見之於張橫渠 《張載集．經學理窟》中〈義理〉一篇，橫渠說：「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而以「義理之學」與其他學術對舉，則曾國藩之《日記》云：「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曾氏以「義理之學」為「道學」或「德行之科」，合於一般的理解，但這是狹義地專指儒學來說，與西方甚至東方哲學之所指，皆不盡相同。�

三、方法論、思想方法與思想研究法

	首先，先界定所謂「方法」。根據布魯格《西洋哲學辭典》「方法」（method）一條釋云：「科學或學術（science）之本質即在於方法及系統：後者指內容一面，前者則指形式一面。��西方各種語言中的方法一詞均源自希臘文 Methodos，由Met(及Hod(s二字組成，可直譯為『追蹤著路』，即依著路追尋知識，也就是說知識整體建基於方法並因方法而獲得。一般而論，如果我們滿足下述條件，可以說某一知識領域的研究是依據了方法：首先應當從頭到尾作有計畫的深究，繼之對各部分作合適的布局，把個別認識整合於全局中，而使各部分之間的邏輯關係彰然若揭（必要時應用證明）；最後，我人必須不僅知道一切及每一知識的『已然』事實，而且知其『所以然』的理由。」�

	勞思光先生則以「方法」一辭有原始意義、引申意義和借用意義。其原始意義為：「建立知識的程序及所涉的規則。」其引申意義為：「離開建立知識的活動，而就其他的活動歷程來談『方法』。最明顯的例子是『教育的方法』、『進德或修養的方法』等等。」其借用意義如：「將一個觀點或解釋原則稱作『方法』。」譬如「喜歡用所謂『辯證法則』來解釋歷史事件的人，便總是標榜所謂『辯證的方法』。」�

	此外，成中英先生認為「方法」含有兩義�：



方法是一種規範，是產生秩序的衡量標準，如規矩之產生方圓��墨子在〈天志〉中言：「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

方法是一種趨向目標，具有方向感的規則或法則，也可以說是一個或一組目的化、方向化和準繩化的規則或法則。遵照它可以達到一個目標。��《論語》言：「可謂仁之方也」。



在第一義中，以方法為產生及衡量秩序的標準、規範。但此標準、規範本身，其實是知識，而非建立知識的方法。譬如依規矩可產生方圓，產生「方圓」並非建立有關「方圓」的知識之程序或原則，這也不是建立有關「規矩」的知識之程序或原則，而祇是有關「規矩」或「方圓」之知識。因此，成先生的第一義，不是方法的原始意義。如果以規矩為規範，遵照它可達到產生方圓的目標，則第一義和第二義又近似，可歸入為勞先生的方法之引申意義。

接著要區分「思想研究法」和一般所說的「方法論」「思想方法」的不同。

	「方法論」（methodology），指對方法的科學（學術）研究�，這是最廣義的定義。一般在哲學領域來說，「方法論」和「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或epistemology）所指相同，包含邏輯和認識論（狹義的知識論）。�

如果就「中國哲學」來說，勞思光先生以為：「談『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時，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意涵。其一是指研究中國哲學所用的方法問題及其解答；其二是指對中國以往的哲學家自己建立理論時所用的方法之了解及評估。」�就第一點來說，勞先生認為：「研究中國哲學所用的『方法』問題，本身即涉及哲學功能的了解問題。必須針對中國哲學的功能，方能決定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依勞先生之意，中國哲學的基本功能，「不在於提供對『存有』一面的知識，而在於對『活動』一面的引導。」�所以，談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時，「方法論」不單是有關建立知識的方法之研究，也包含有關引導人生活動的方法之研究，而後者即涵著「修養論」「工夫論」或「成德論」之義。這樣說的「方法論」，就是勞先生所謂「方法」的引申意義。

而成中英先生則指出：「中國哲學中有『方法意識』，但卻並無方法理論。��方法意識並未脫離本體意識和實踐意識而為一抽象的概念對象，故方法也只是功夫和工具，相應於吾人追求的知行目標而定位和定性，而未獨立出來成為理性認知的探索對象，更未系統化為理論的研究。」�

又說：「中國哲學並無西方哲學中方法論化的方法。若進一步參考西方哲學中的範例詮釋此一非方法論化的方法，則我們可以名之為『非方法的方法論』。中國哲學有此一『非方法論的方法』以及『非方法的方法論』，吾人才能掌握中國哲學的精神面貌。」�

以上勞、成二位對中國哲學方法論的闡述，相當扼要而透闢。

其次，「思想方法」，指增進有效思考與啟發合理思想的方法。從積極的意義言之，它提示合理思想應該具備的條件，以及有效思考可以遵循的步驟。從消極意義言之，它有助於辨認許多常見的思想陷阱，避免思考上的錯誤。「思想方法」主要在考察思考的邏輯與技術，乃是用來陳示「一般方法論」（general methodology）。�這是有關思考、問題、解答、核驗、語言、意義、真理、邏輯等的理論及其方法之知識。�

「思想方法」是屬於「一般方法論」，這仍是在西方知識，特別是邏輯、知識方法論的角度來說的。另外有一個用語「思維方法」，則範圍要寬些，這是指各民族與文化特有的思想方法或模式。個別的民族與文化往往在思想習慣上顯現一些特點，形成有特色的思維方法。這樣的「思維方法」之探討，重點不在指出個別民族之思考的有效或合理性，因此重點也不在邏輯學或知識論方面，而是在發現個別民族涉及經驗性問題與價值問題的思維習慣之特殊傾向。�

除了由邏輯、知識論研究思想方法外，在西方還有由心理學從事思想方法研究的進路，如《思想的方法》一書的作者華勒士，在該書的〈序〉就說：「著者是在時時探討這樣的問題：近代心理學所積儲的知識，有幾分之幾可用為改進思想家的思想方法的工具？」而該書的目的之一是「使少數青年思想家去練習他們的思想方法」。�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也有類似之著作。�可見這也思想方法研究的重要趨勢。

「思想研究法」，指對「思想」進行理解與創造所使用的方法。在理解已有之思想，或創造新的思想時，這樣的理解或創造本身，就是心靈或心理的一種思想的運作，而必然要求合理與有效性。因此，也必須講求「思想方法」。但「思想研究法」並非專門研究「思想方法」，而是運用合理有效的「思想方法」，以及各種研究方法，從事思想的理解與創造。「思想方法」是「思想研究」所必備的基礎工具或基本技術。

「思想研究法」應用範圍很廣，並不限定於哲學思想，任何思想之研究，都需要思想研究法，在此意義上，思想研究法與廣義的「方法論」所指相同。各種學門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某種思想研究法，如哲學方法、科學方法、史學方法、文獻學方法、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所以哲學方法或哲學之方法論，祇是思想研究法中的一支或一部分。本文所要探討的，不是各種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而是可通用於各種思想，特別是人文思想的一般研究法，並將範圍進一步縮小至哲學思想方面。

四、思想研究的幾個面向或層次

	這裡所說的「思想」，主要指人文思想，即與人的一般文化活動相關的思想，乃相對於與自然界的現象相關的自然科學思想而言。�

本節列出四種研究：文獻學的研究、史學（或考據學）與思想史的研究、哲學的研究、科際整合的研究。它們之間有層次性，須以文獻學的研究為基礎，輔以史學、思想史的研究，進而哲學的研究，再擴大領域，作科際整合的研究，這是有先後次序的研究。但這四種研究也可以個別獨立進行，所以又視之為研究的不同面向。一位研究者可能祇對四種研究中的一種有興趣或特別專精，而專門作這方面的研究，這也無妨。不過，他應該對別的研究者在其他三種研究的成果有所了解，以免影響自己研究的品質或水準，因為四種研究總是互相關連而互有助益的。

	一般來說，研究工作必須有主題、有範圍，否則漫無止境、無法進行。有了特定的主題與範圍，總有前人留下的相關文獻可以參考。不參考文獻而自行研究，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在人文思想，特別是哲學、史學、宗教的領域中，古代文獻尤其不宜忽略。而產生古代文獻的相關歷史，也須注意。因此，文獻學和史學的研究不可或缺。而哲學作為一切知識之基礎探究，也是各種科學所不應漠視的。各種學術領域，不論就研究方法和成果來說，也有相互參考的價值，所以科際整合的研究頗為重要。以下分別論之。

（一）文獻學的研究

從事某種思想研究，一般都有研究可以憑藉的資料，它們有的是古代留下來的資料，也有現代撰作的資料；有的是原始的直接資料（一手資料），有的是後續的間接資料（二手資料）。所有可以提供研究的資料，都稱之為「文獻」。就一般的用法，稱為「文獻」的是有文字的資料。通常愈早的資料，搜集愈困難，如何搜集齊全？相似的文獻可能有不同的來源，如何進行比對，辨其真偽？不同時代之文獻所使用的文字多少有異，如何準確解讀？文獻的外形，是否透露某種訊息？某一文獻與其他文獻的關係如何？某一文獻在歷史上的發展情形如何？這些問題都是需要許多專門知識來協助解決。文獻學就是要提供這些知識。綜言之，「文獻學」就是有關搜集、認識、處理、運用文獻的方法之學。其內容包括：目錄、版本、校讎、文字、聲韻、訓詁、文法和語言學等。

運用文獻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時，首先須透過目錄學的方法，搜集資料，特別是原典資料。透過不同譯本、版本（或寫本），作版本及文字的比較研究。然後校訂整理出一個善本。這樣的精校本應有適當的章節段落及新式標點；加上詳盡的題解、註釋與校刊記；再編製原典與譯本語文的字彙對照表、不同譯本或版本的卷目頁次對照表，以及總索引，可以方便查考人名、地名與各種辭彙、術語。如果行有餘力，將原典翻譯成現代語文。

經由文獻學的研究，可以得到完整、可靠又經過完善整理的文獻資料；獲得有關原典的重要知識；特別是能夠對原典文字作更精確的訓讀：這些對文獻所含思想之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如佛學中「想」「識」「慧」（「般若」）三詞，有何詞義上的差別？如果能比對與這些漢譯詞彙相應的梵文，則對詞義的認識很有幫助。「想」的梵文讀作samjba，sam是「總」，jba是「知」，合起來是「整體的知」（「總相知」）。「識」的梵文讀作vijbana，vi是「分別」，jba是「知」，ana是「事物」，合起來是「事物的分別知」（「別知相」）。「慧」的梵文讀作prajba，巴利文作pabba，pra是「充實」，pa是「非凡」「強有力」，jba或ba（即jba）是「知」，合起來是「圓滿的知」「非凡、強有力的知」。這樣透過語源的解析，對詞義可以有較明確的理解。

文獻學的研究雖然有助於理解文字的意義，但文字的意義未必直接呈現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含。如果只是靠訓詁的方法，找出文字的原形、原音，以確定其原義，認為這樣獲得的原義，就可以闡明文獻的思想內容，恐怕是太忽視這其中的困難了。首先，透過訓詁所得到的文字原義，未必完整地涵蓋當時實際使用此文字的全部意義；其次，文字原義經時間的發展演變，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可能有了不同的涵義；再者，即使同一時代中，不同的思想派別，或同一學派中不同的學者，所使用的同一文字，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涵義；�更且，就算是同一作者，在其思想發展的早年、中年與晚年，也可能有同字異義的情形；而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甚至同一著作的前後文，同字異義的現象也往往可見。以上同字異義的情形，有些是訓詁學已經指出的，如本義、引申義、假借義等，可是什麼時候用什麼義，有時還須要哲學的分析方法來判斷。另有些同字異義，非屬訓詁學所解之詞義，而是思想上所使用的各種意義，如果缺乏哲學思維的能力，也無法對文字予以正確的解讀，進而對文獻作妥切的詮釋。

如《孟子》中提到同時代的告子說：「生之謂性。」這是「性」之傳統之義，告子因此說：「食色，性也。」孟子自己卻不主張「性」的傳統之義。孟子說的「性」，是偏指由心之四端說的本性。雖然如此，孟子偶而也用傳統之「性」義，如他說「形色，天性也。」「動心忍性」之「性」便是。如果不藉著義理的解析，如何分清《孟子》書中各個「性」字的涵義？

再次，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也。」南宋的胡五峰也有「性無善惡」說。這兩句話字面的意思相同，但所蘊涵的思想卻是大異其趣，如果不經由哲學方法的分析，難免混為一談。告子之「性」是取非善非惡、與善惡同層的中性義；胡五峰之「性」是取超越善惡、與善惡不同層的絕對至善義。與五峰同時代的朱子就未細察，竟指責五峰之說同於告子。

文獻學的研究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哲學的研究。清儒多主張由聲韻學而通小學，由小學而通經學、明義理。�以文獻學（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等）為理解哲學的基礎或必要條件，自無可議；如果以為只要有文獻學，就可以通哲學，以文獻學的研究為哲學的充分條件，則失之遠矣。

依傅偉勳先生的說法，傳統的考據之學（此應指訓詁學）所作的是「依文解義」；而義理之學所作的是「依義解文」。此二者實各有所長，不宜偏廢。�

（二）史學（含考據學）與思想史的研究

史學的研究，是指運用史學方法所作的研究。史學方法，指運用各種方法（包括歸納法、比較法、綜合法、分析法等�）對史料（包括傳述、文獻、古蹟或古物）作蒐集、考證、敘事、解釋（或詮釋），以求明瞭歷史的真相、探求歷史因果關係、進而歸納歷史法則、形成史觀、史識，而能鑑往知來。

任何一種科學，都有其發展的歷史，它的起源、發展與變遷如何？須有一套一致適用的史學方法去從事研究。史學方法遂成為所有學術研究的利器，而不為史學家所獨享。�

考據學是以可靠的客觀歷史資料為基礎，來確定歷史事實及其發展的真相。它必須基於文獻學，但作用則有超過文獻學之處，因為它不祇關心文獻資料，更關心史實。考據學的範圍比史學要窄，考據學只論事實真相，重在考據，不重史實意義的解釋，更無意於形成史觀、史識或鑑往知來。因此，考據學方法祇是史學方法的部分而非全部。史學與考據學的限制，在於其考證事實，並作事實及其在經驗層次意義問題的探討，但更深入的哲學意義，則非其所關心及所能為力者。�

至於思想史的研究，範圍比史學研究要窄，因為它的重點是放在研究「思想」發展的歷史。其內容包括：思想發生的時代背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等）、學派的形成與演變、思想家的生平、師友關係、思想家思想演進的歷程、價值、地位與影響等。

思想史是思想與歷史的結合，與史學和哲學都有關係。思想史的研究，大抵文獻、考據和哲學各方面都要懂一些。把研究重點放在歷史方面，則成史學、考據學；把重點放在思想、哲學方面，順著歷史發展的脈絡，而描述其思想流變，則成思想史、哲學史。因為思想的範圍比哲學要廣，所以思想史較博雜，哲學史較為精純。�

（三）哲學的研究

哲學的研究，是透過哲學概念的分析來把握思想的研究。所注意的，不是文獻本身的表面意義，而是它背後的哲學內涵。要看那些思想包含了哪些哲學觀念，反映了哪些哲學問題，根據甚麼理論立場，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哲學的研究，須透過表面的文義，對所蘊涵的思想內容作深入而整體的省思，而非祇是從事一些支離、片段之事實知識的累積而已。�哲學的研究，在廣度上要能綜覽思想的全局；在深度上要能直探思想的底蘊。一方面要有宏觀的器識；一方面又要有微觀的功力。

一般哲學的研究，可大致分為三個步驟：一是確定哲學論題並闡明其意義；二是比較各哲學家對此論題的意見而評判之；三是提出並論證自己的意見。�

對東方思想作哲學的研究，最好也能通曉西方哲學的基本義理，作為一種方便或參照。不過，東西方思想所出現的問題，不盡相同；所表現的境界，也差別很大；甚至哲學的目的，也歸趨不同。如果祇知道套用西方哲學，恐怕對東方思想無法有相應的了解。�

（四）科際整合的研究（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由於學術不斷的分工，各種學科研究有自己的特殊領域、方法與成果，似乎形成一個個封閉的系統。現代學者已發現，不同學科經由互相的比較，也有可能互相借鏡、互相資助、互相啟發，甚至因此開發出新的研究領域、方法與成果。這種研究，即所謂科際整合。

這種研究可以培養批判性與創造性，並發展傅偉勳教授所謂的「整全（顧及全面）的多層遠近觀」�。《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更是思想研究的理想目標或境界。

科際整合的研究之實例如：心理學與禪學的整合，佛學和美學的整合，民間信仰與精神治療學的整合等。哈佛大學丹尼爾．高曼教授將頭腦科學的研究與心理學的結合，發展了所謂EQ的新理論�；梅伊爾博士運用認知心理學的知識，於教育理論與實踐之中�，都是很好的例子。而我們也可以利用EQ的理論來與儒家、佛教之倫理思想作整合性之研究。

五、哲學研究的方法

上文所列的四種研究面向中，現在就「哲學的研究」來談哲學研究的方法。

胡適先生在民國八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哲學史》（原名《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這本書裡，胡先生認為寫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在搜集史料、審定史料、整理史料（校勘、訓詁、貫通），然後闡明不同哲學變遷的史實，研究變遷的原因，尋求各家哲學的效果影響來評判其價值。�由此看來他的哲學史的方法，重點在史學的研究方面。但他整理史料所用「貫通」方法，是：「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而「貫通」的方法，須有比較參證的哲學資料，他所用的比較資料是西洋哲學，即用西洋哲學作解釋演述的工具，以互相印證、發明。在這裡，胡適可以說已提出了「系統研究法」和「比較研究法」。

到了民國四十七年，該書於台北重印，胡先生在書首所作的〈臺北版自記〉中說：「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胡先生自許他這個「立場」是「在當時頗有開山的作用，可惜後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很少人能夠充分了解這個看法」。胡先生這裡所說的方法，是指哲學家或學派自己建立哲學的方法，這是指哲學方法論的方法。

哲學研究的方法，可以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進行哲學研究時所使用的一般方法，這些方法和研究其他思想的方法不盡相同；第二類是某些哲學家或哲學學派研究或建構哲學時提出的特殊方法，這可說是某哲學家或學派的哲學方法論。

吳康先生在《哲學大綱》上冊第三章「哲學之方法」中說：「一切學問之研究方法，必循分析與綜合之律則，演繹與歸納之原理，此治學之堂基，非一科所獨有。哲學研究，自不能外於此等通則，然不能即以此等通則為哲學研究之方法也。哲學之方法，乃指若干方法為從事哲學研究之特殊程敘或方術塗徑，而不與其他科學共之者。此在哲學史中，主要當求之於近代。」�

誠然，一般學問之方法，不能視作哲學研究之方法，如分析、綜合、演繹、歸納等作為「思想方法」，為一切學術所共用，不能說是哲學研究的專門方法。吳先生自己列出哲學研究的方法，如：理性主義的方法或演繹方法、神秘方法或秘密方法、科學方法（如分析方法、綜合方法、實驗方法或歸納方法）、浪漫方法、康德批平方法或先驗方法、黑格爾辯證方法、綜要方法。但這些方法中，有些也不是哲學研究的特有方法，如科學方法；而其他的方法大多是哲學中不同派別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並非哲學研究的共同方法，祇能視為本文所區分的第二類方法，即不同哲學的哲學方法論之方法。

唐君毅先生在所著《哲學概論》第一部第九章、第十章「哲學之方法與態度」中，也論列各種哲學方法，如：科學方法、直覺法、發生論方法、純理的推理法、比較法、批判法、辯證法、超越的反省法（含貫通關聯法），並以一切哲學方法之運用中，均預設一種超越的反省。�然而，這些方法大多屬於哲學方法論的方法，係不同哲學派別所分別主張的方法，而非一般哲學研究的共法。

哲學方法論的方法，在現代被廣泛應用的還有現象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詮釋學方法等。�而某些哲學方法論，也被運用在哲學研究以外的領域，如結構主義方法。在中國哲學領域中，也有一些各家哲學共有的方法，而與西方哲學在方法上有顯著的不同，如吳怡先生〈中國哲學裡所常用的方法〉一文中，曾歸納出六種方法：一貫法、執中法、相對法、雙離法、止觀法、參悟怯�。這些可視為前文提及的東方或中國的「思維方法」，屬方法論的方法，不是東西方哲學研究的共同方法。

有關哲學方法論，傅偉勳先生也依功能不同，把它分為兩類：一般的（general）與特殊的（particular）。特殊的哲學方法論，與獨創性哲學家的思想內容息息相關，方法論與思想創造構成了一體的兩面，西方第一流的哲學家在創造自己思想的同時，也在建構自己一套特殊方法論。如黑格爾的辯證法、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牛津、劍橋的日常語言分析法。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則跳過任何特定的思想立場，不帶任何實質性的思想內容，只提供可普遍應用的思維方法或哲理詮釋進路，如邏輯、語意學、後設哲學等，非某家某派所能獨佔。�

傅偉勳先生並指出，一般的哲學方法論有時可能轉變成為特殊的哲學方法論，反之亦然。如果哲學家祇想轉變一般方法論為自己的特殊方法論，將限制自己的思想獨創性；反過來說，如果能提昇特殊方法論為一般方法論，就能彰顯原有特殊方法論的價值與貢獻。如現象學方法、日常語言分析法、辯證法、新詮釋學進路等，都可能轉為普遍適用性的一般方法論。�

至於指導哲學入門者的初步學習哲學的方法，也不宜視作研究的方法。如吳怡先生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溫公頤先生《哲學概論》所附錄的〈讀哲學書的方法〉�，都是此類。

古今中外不同的哲學，大多有其特別的方法論，本文無法一一就此來討論。本節論述的中心將放在上述屬於第一類的哲學研究方法，即一般的方法，這些方法大體上為哲學研究通用的方法。這些方法有的用在對已有哲學進行之研究（如「發生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有的也可用在建構或創造新的哲學思想。

本節綜合學者的意見，簡述五種常見的研究法：發生、解析、系統、比較、實踐研究法。�這些方法的提出，並不表示別無其他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如果單用某一方法，也會有所不足。方法各有特色，卻也各有長處和短處，不同方法的配合運用，才能使研究更為周延而完整。

（一）發生研究法

勞思光先生在論中國哲學史的方法時，提出此研究法，其實也是一般哲學研究的方法。�勞先生說：「所謂『發生研究法』，即著眼於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如何一點點發展變化，而依觀念的發生程序作一種敘述。」�不過，如果要把「發生研究法」作為哲學的研究法，不能祇是用它來作一種史實的「敘述」而已，必須用它來理解這位哲學家之哲學，進而發現其意義與價值。具有這樣的詮釋性研究，才能視為哲學的研究法。

其實，這個方法不僅用在研究一位哲學家，也可以研究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某種哲學概念或思想。它本身就是屬於思想史或哲學史的研究，所以要獨立出來，是因為它研究的重點放在哲學思想、概念、觀念的發生及發展歷程。如研究王陽明的致良知說發生及發展的歷程，學者經由他的生平事跡，指出有所謂學前三變、學後三變。�這對於理解陽明思想，頗有幫助。

發生法的優點，是能根據哲學家的資料理解，較為客觀。尤其從生平事跡了解思想的發生，言之有據，能得到具體而生動的印象。孟子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下〉）發生法的缺點，是比較不注意思想的完整系統，須以系統研究法來彌補。

（二）解析研究法

解析研究法，是解析哲學家所用的詞語及論證的確切意義，所根據的是客觀的分析，而非主觀意見。�這是一種微觀的方法。將哲學分析成小部分以了解之，由小處著手。

思想研究法裡面，本來就包括分析法，分析法也是科學的主要方法之一。分析法是由具體事實或資料，發現某種理則或形成某種定律。在程序上是由複雜而個別的事項中，得其抽象性以獲取普遍的本質，形成概念，並歸納出可以解釋現象的定律，以作為推出更高層定理的基礎。�

分析法用在哲學上，則是透過個別哲學概念、命題及論證的考察，對哲學思想的局部成分，獲得精確而固定性的理解，以作為理解更大範圍思想的穩固基礎。分析法在哲學之研究上，有特別的應用對象（哲學之概念、觀念、命題、論證、理論等），並須憑藉哲學性思考來進行分析，所以作為哲學的研究方法時，特名為「解析研究法」，以與一般學術思想的分析法有所區別。

對概念、命題作哲學解析時，不能祇用訓詁的方法，作字義的解釋或文法的分析，須歸納哲學文獻中使用哲學概念的各種情形，以哲學性思考來進行分析，才能對概念、命題作較準確的詮釋。中國傳統注經，有「以經解經」之法，這就是透過文獻的歸納、比對而訓解經文。但「以經解經」也不能停留在表面文義的比附，應深入義理的層面作相互的詮釋。

勞先生在論述解析研究法時，對方法的具體內容說得較簡單，約略提到「哲學解析」「語法解析」「語意學」等詞，大體上指當代「分析哲學」的方法。馮耀明先生則非常重視這種方法，他說：「要使中國哲學現代化、世界化，發展出一種包含著概念分析、語言分析及邏輯分析的正常話語來表述化，乃當務之急。」�這裡他提出了三種分析的方法。此外，他也提及邏輯分析與超越分析的區分。�

傅偉勳先生則在他的創造詮釋學中，提到語意分析的三種方法：脈絡分析、邏輯分析、層面（或次元）分析。�現在根據傅先生的說明，加以陳述，並舉實例。

1.脈絡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

專就語句（字辭或句子）在各別不同的特定脈絡範圍，析出該語句的脈絡意義及蘊涵，注意每一字句在不同的脈絡中，有產生意義變更的情況，這些變更原思想家未必特別意識到。現代英美哲學盛行的日常語言分析法，在這方面頗有貢獻。

但脈絡意義的發現，並不等於思想整體的深層理解。理想的脈絡分析應關涉到原典語言的歷史深度。一般的脈絡分析無法真正透視已積澱了歷史深度的原典語言。如英美日常語言的分析，是非歷史的平面分析而已，完全忽視了哲學或宗教語言的歷史積澱性及其深度，這是其方法的局限性。

現在舉一個脈絡分析的例子，如前面提及告子說：「生之謂性。」宋代理學家程明道也說：「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告子原句之意，是說性是天生的；而明道的「生之謂性」，依上下文脈絡分析，卻是說：人生以上的「性」（即超越的本性），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一般人說的「性」，都是人生在氣稟中（即在經驗中）呈顯的性。超越的性是無所謂善惡的（即前引胡五峰「性無善惡」之義），但此性落在氣中呈顯時，就有善惡可說了。告子「生之謂性」的性，是有善有惡、或無善無不善的中性義之性，是指自然的氣性說；明道的「生之謂性」的性，是在氣中呈顯、與氣相即不離的性，是指超越的本性說（雖在氣之中）。雖然是同樣一句話，但到明道手中，意義已經變更了。如果不透過脈絡分析，很難看出二者的差別。這樣的分析不能靠文獻學的方法，而須在上下文義脈絡中進行哲學思考。這種分析已非平面的分析，因為必須注意到「性」這個原典語言，在明道用法中已積澱的「歷史深度」。亦即明道的「性」，已經不是告子的「性」了。

邏輯分析（logical analysis）

邏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運用邏輯法則，對哲學語句或命題，以及論證的過程，作精細的考察，這在理解、批判或建構哲學思想，都是必要的方法。這種分析是運用邏輯知識，通過原典前後文的對比、對照，設法儘予除去思想或語句表達在表面上的前後矛盾或不一致性。這祇能除去表面性質的矛盾，如果矛盾屬於深層內在性質（深層矛盾或內在難題），無法僅僅由邏輯分析來解消。

如周濂溪的〈太極圖說〉云：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文中由「無極」而「太極」、而陰陽「兩儀」、而水火木金土「五行」。但在下文卻祇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其中有「無極」「二」「五」，竟沒有「太極」，這是邏輯上不一致之處。這有兩種解決的方式，第一種即是把「無極」和「太極」看成是一體之二名，屬於同一層，即「無極」一詞即涵著「太極」，所以可以省略地說，這是一種邏輯分析的消解法。第二種即從前後文句表面上作比對，發現下文處在「無極」與「二五」之間，多了一個「真」字，因而初步推斷這「真」即上文之「太極」。不過，這兩種經由邏輯分析的消解，還須進一步的哲學思考來檢核。

層面（或次元）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

這是哲學地分析出原典所有思想內容的多面義涵（multidimensional meanings）�，看出一個哲學概念或一家哲學思想的多面義涵。但層面分析也是平面的解析多面義涵，無法探得原典思想的深層義蘊。

如孟子論「性」時曾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這裡孟子自覺地區別兩種「性」，後人可以根據這段話分析出「性」的兩個面向。

綜合上述，解析研究法的優點，是對思想可以進行較精確而客觀的理解，避免主觀的臆測甚至誤解；缺點是這種方法不能提供連貫性的觀點或全面的圖像，有見樹不見林之病。尤其一旦涉及有關內容的綜合判斷，解析法本身並不能提供這種判斷的基礎。�

（三）系統研究法

將哲學作系統的陳述，發現或建立哲學的完整架構，這就是系統研究法。這是一種宏觀的方法，要由大處著眼，將哲學由小部分綜匯貫通成全體，以了解之。

一般哲學方法中，有極其重要的分析、綜合二種。布魯格《西洋哲學辭典》「方法」條，以「分析」是「把具體存有物分解成內部成份及外在原因」；「綜合」是「反其道而行，把這些因素建構成存有物」。�上文所談的「解析研究法」主要是使用分析法，但其分析的對象不限於具體存有物，而是包括哲學思想，如哲學概念、觀念、命題、理論等。而本節所談的系統研究法，主要是使用綜合方法，但其最後綜合而成的是哲學的完整架構，不一定是存有物。�

在一般思想方法上，所謂綜合法，是以幾個簡單的概念或是由某些普遍性的原則為起點，探求這些概念與原則的各種關係，進而演繹地推出新的、更複雜的知識或結論。其程序是把分析法所得的概念、定律合成一個複雜的整體，而得到更高的定理或原理，形成一個內部和諧統一的知識系統。在這樣系統化的過程中，可以不需要運用感官經驗協助，而作純理性的抽象推理。�

綜合法用在哲學上，則是將各種個別哲學概念、觀念、命題、論證、理論等，匯聚起來，找出它們之間的各種關係，以建立整體的哲學思想系統。綜合法在哲學之研究上，有特別的應用對象（哲學之概念、觀念、命題、論證、理論等）；並須憑藉哲學性思考來進行綜合；而且歷來哲學對建構整體性的知識，比作局部性的綜合研究更有興趣，所以作為哲學的研究方法時，特名為「系統研究法」，以與一般學術思想的綜合法有所區別。

吳康先生曾提到所謂「綜要方法」，並認為「綜要」（synopsis）與「綜合」（synthesis）不同。綜合，是將原本分立之各部份，集合為一體而已；綜要，指「總攬」或「通觀」，為古今大哲學家思想之最高理想歸趣，可以避免哲學之偏頗不全。「綜要」雖包含「綜合」，但它探究全體之各性質，這些性質非獨立存在於各部分。此中固然須先有分析為基礎，但分析之目的在豐富綜要之內容。綜要之法，乃蒐集經驗事實，繼以邏輯分析，更濟以全體通觀，使內外關聯，體系統一，成一完全之總體。�按synopsis一詞，有summary（總括、提要）之義。「綜要方法」乃透過通觀以了解全體之意義，可視為涵蓋面最廣且最具透視力的系統研究法。

此外，唐君毅先生又有所謂「貫通關聯法」，這是因為「超越的反省法」，有補偏成全、由淺至深、去散亂成定常之用，兼涵辯證、批判二法，因此視之為求貫通關聯之方法。�究其實，也可視為系統研究法的一種特殊類型。

系統研究法和解析研究法，在方法上是相反而相成，相得而益彰。解析的研究做得愈精確，則由此建立的系統愈周延而穩固；反過來，系統的研究做得嚴整，在系統中的各部分意義的解析也愈準確而清晰。這裡面有所謂「詮釋的循環」的功能。

徐復觀先生在論及「治思想史的方法問題」時，曾提出類似「詮釋的循環」的主張，他說：



我們所讀的古人的書，積字成句，應由各字以通一句之義；積句成章，應由各句以通一章之義；積章成書，應由各章以通一書之義。這是由局部以積累到全體的工作。在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謂訓詁考據之學。但我們應知道，不通過局部，固然不能了解全體；但這種了解，只是起碼的了解。要作進一步的了解，更須反轉來，由全體來確定局部的意義；即是由一句而確定一字之義，由一章而確定一句之義，由一書而確定一章之義；由一家的思想而確定一書之義。這是由全體以衡定局部的工作。即趙岐所謂「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孟子題辭）的工作，此係工作的第二步。此便非清人訓詁考據之學所能概括得了的工作。...... 在此種精密地概念衡斷之下，於是對於含有許多解釋的字語，才能斷定它在此句此章此書此家中，係表現許多解釋中的某一解釋，確乎而不可移。��因此，由局部積累到全體（不可由局部看全體）；由全體落實到局部，反復印證，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



在同一段文中，徐先生更說：「要由第一步的工作中歸納出若干可靠的概念。......這便要有一種抽象的能力。但清人沒有自覺到這種能力，��而不能建立概念。因此限制了他們由第一步走向第二步的發展。」其實，這裡所謂抽象的能力，還不祇是一般的思考能力，更要有哲學思考的能力，以運用「解析研究法」；而由第一步走向第二步的發展，則須運用「系統研究法」。第一步與第二步合起來形成一個「詮釋的循環」。所以一方面用哲學之歸納、分析、演繹、綜合法，會合個別的詞句，以了解整體之思想；一方面再由整體之思想，回過來確定個別之詞義、句義。�

徐先生並提醒研究者，即使有能力建立概念，「這種以概念為活動對象的工作，還應時時扣緊語文，反轉來要受語文的約束，要受語文的考驗，不可以語文去附會概念。因此，初步成立的概念，只能說是假設的性質。否則容易犯將古人的一句話，一個字，作盡量推演的毛病。」�前段話是對清代訓詁考據學之批判；這段話當是對宋明理學的針砭了。漢學如果祇是「依文解義」，病在「膠柱鼓瑟」「死於句下」；宋學如果祇是「依義解文」，病在「師心自用」「自說自話」。

系統研究法在中國哲學的研究上，尤其重要，並且有更深層的意義。徐復觀先生說：



人性論中所出現的抽象名詞，不是以推理為根據，而是以先哲們，在自己生命、生活中，體驗所得的為根據。......同一名詞所徵表的內容，常相對應於人格的「層級性」而有其「層級性」。......層級性的差異，則不論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個立體的完整生命體的內在關連。......先哲們，則常把他們體認所到的當作一種現成事實，用很簡單的語句，說了出來；並不曾用心組成一個理論系統。尤其是許多語句，是應機、隨緣，說了出來的；於是立體的完整生命體的內在關連，常被散在各處，以獨立姿態出現的語句形式所遮掩。......用比較、分析、「追體驗」的方法，以發現其內在關連，並順此內在關連加以構造。......在內在關連的發現中，使散佈在各處的語句（例如論語中的「仁」），都能在一個完整生命體中，盡到一份構成的責任，佔一個適當的位置；並彼此間都可以發揮互相印證的作用。�



	徐先生所說中國哲學中的「立體的完整生命體的內在關連」，不是指抽象的理論系統或概念系統說，而是指生命智慧的深層結構或內在系統。雖然如此，如果能以此為立足點，以文字組織予以表達，這自然也成為理論或概念系統。不管「內在關連」或理論系統，都應是系統研究法的研究對象。

系統研究法的優點是能完整呈現思想全體，有助於理解。至於缺點方面，勞先生認為兩種情形：�

1.哲學家的理論，有時不免有些歧出其系統的觀念，用系統研究法的人如果只注意與系統相容的觀念，這些歧出的觀念就會被遺漏。這些歧出的觀念也有可能反顯理論系統的可能困難之處。這些觀念是哲學家的創見或偏見。這些觀念的注意，使我們可以更合理客觀地評估哲學家在哲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哲學家的一些思想很平凡，但有些思想具有卓見，而這兩方面的思想常不相關，用系統研究法者，有時為求思想的系統化，不知不覺自行增補了原來沒有的說法，造成研究的「失實」。

以上所談的缺點，當然不能視為「系統研究法」本身的缺點，而是研究者研究態度失之主觀，造成在系統化過程中，不該遺漏的卻遺漏了，不該增補的反而增補了。

勞先生曾另外提出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其實也可把它歸併，視為系統研究法的一部分。對於思想以問題為核心，徐復觀先生已先有所重視。�

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勞先生自己界定為：「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而以史學考證為助力，以統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此一研究法有三步驟：

從某一學說許多論證中逐步反溯其根本意向所在，進而找出此學說所要解答的基本的根源問題。

由基源問題引出許多次級的問題及其解答，進而展示一層層的理論所組成的一整體，滿足真實性與系統性的要求。

再根據各時代的基源問題，發現全部哲學史的理論趨勢，對此趨勢須作一種全面之估價或判斷，這需要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論設準，以統攝哲學史上全部的學說理論。

這樣的研究，是對歷史上已往的哲學作研究；並以此為基礎提出自己的設準，對這些哲學作全面評斷。因此不祇是從事已有哲學的詮釋與評論，更進入哲學創造的活動。

發現某家哲學基源問題的過程，從另一個角度說，即是對此學說作一種系統性的研究。這雖和單純說出思想的系統，有所不同。但這樣的研究，也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系統化。

不過，一個學說所要解答的基源問題，可以視為該學說產生的歷史條件或因素，未必就是該學說的理論核心或重心。而後人也未必能直接以某一基源問題為理論根據，來展示或建立該學說的全部系統。

再者，研究者即使提出可以評斷全部學說理論的設準，未必能直接以這套設準，來建立可統攝以往全部哲學的理論系統。因為評斷別人的學說，與建立統攝所有學說理論的理論，所根據的條件或所需要的基礎，未必相同。�

除了基源問題及設準外，對一個哲學家的哲學方法，作方法論的研究，也是掌握其思想的關鍵。往往因為主張不同的方法論，而形成不同的哲學。在此，應該也可以有所謂「方法論研究法」的哲學研究法。這不是純粹去研究某哲學家的方法論而已，更是注意其方法論對思想形成的重要影響，因而有助於對其整體思想之研究。從哲學家的方法論，一步步發現、展示或詮釋其哲學之全部內涵，這也是一種系統化的過程，因此也可視為廣義的系統研究法。

在中國哲學中，道家、禪宗都有很特別的方法論，因此發展出別開生面的哲學義理。由其方法論入手，頗能提綱挈領地掌握其精義與有別於其他思想之特色。

（四）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係對不同哲學作比較研究，以突顯不同哲學的特殊性、價值和地位。上文的發生法、解析法、系統法，大體可視為一個系統內的研究法，而比較研究法則可在兩個以上的系統作比較。不過在比較中仍可用其他方法以為協助。

	唐君毅先生曾提到此法。他指出用比較法與發生法研究哲學，都是把哲學思想當作一存在的對象來看。不同哲學之思想，各有具體的特色，所以最需要作比較的研究。各哲學家、各學派、各時代、各民族之哲學間，都可以作比較。在比較中，不同系統的同異皆能凸出，進而能綜合所比較之哲學，以成一更高之哲學。�如此，則比較法也可以視為系統化的一種方法。

即使在同一系統中，不同的概念間，也可以進行比較。如胡五峰理學中「心」與「性」二概念的比較，使二者的涵義因比較而更明顯。

在哲學思想中，常見的比較法之使用如：東、西方哲學；儒、釋、道三教；老、莊；惠施、公孫龍；孟、荀；明道、伊川；朱、陸；陸、王；佛學的空、有之諍；大乘、小乘；南傳、北傳；顯、密之別；禪、教；禪之南頓、北漸之爭；南宗之臨濟、曹洞；看話禪與默照禪等。

（五）實踐研究法

以上四法，都學問思辨的方法，這對純學術性的目的來說，似已經足夠。但依東方哲學來說，這些方法既以思辨為主，並未進入實踐的層次，這樣對思想的體悟仍不真切，故須有實踐之方法。由實踐來體悟思想的真實內涵，會因實踐的進程，對思想的體悟有深淺的層次之分，這可以說是一種境界的體悟或實證法。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即是指出思想學習的境界層次性。莊子所說的：「稠適而上遂。」佛教在這方面更加強調，不論是早期佛教的戒、定、慧三學八正道，或大乘的中觀、唯識之學，乃至中國佛教的天台、華嚴、禪與淨土，都強調實踐進路的重要。

實踐的進路，是由實踐的工夫來獲致真理，這就是實踐的研究法。至於實踐的工夫如何做，這是宋明儒「工夫論」的旨趣，與「實踐研究法」所指不盡相同。林安梧先生論熊十力先生「體用哲學」時，談到的「實踐方法論」，即提出一種道德實踐的方法，亦屬工夫論之義，與此處之「實踐研究法」亦有差別。�

蔡尚思先生曾列專章談「實踐的方法」。他強調實踐的重要，進而論個人與社會的實踐，並提出實踐的要點，多涉及有關實踐的觀念或態度的意見。這和以實踐作為哲學研究的方法，並不相同。

吳怡先生論「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時，指出三條途徑：理論（理智）的方法、實踐的方法、證悟的方法。�不過，是否要將證悟的方法，從實踐的方法獨立出來，尚可商榷。此外，吳汝鈞先生論佛學研究的方法論時，也附帶提及「實踐修行法」，視之為契入佛教，真正地或存在地了解佛教的門徑，而不是一種「研究方法」。�但是，如果「研究」一詞，廣義地作為「了解」事物的活動或歷程，而不限於「學術研究」，則實踐也可視為一種研究方法。那麼，實踐法非必是東方哲學所專有，未來的西方哲學，都可以用。實踐研究法就可成為東西方哲學研究的共法。

徐復觀先生有一段話，正好說出實踐研究法的價值：「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實物的具體；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時代的具體。經過此種層層研究；然後其人其書，將重新活躍於我們的心目之上，活躍於我們時代之中。我們不僅是在讀古人的書；而是在與古人對語。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莊生所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此乃真是九原可作，而治思想史之能事畢矣。」�

六、哲學研究的內容分類

探討了哲學研究的方法後，再依哲學的內容來作研究的分類。以下分別論之：

（一）形上學的研究

形上學在東西方來說，都是哲學重要的內容。形上學主要包含本體論、宇宙論兩大部分。在中國，形上學就是天道論與心性論，都是指絕對者說。超越的絕對者，即天道；內在的絕對者，即本心、本性。

傅偉勳先生更提到他所自創的「超形上學」（transmetaphysics），這是指不可言詮、超越形上學人為思辨的、具有究竟弔詭（ultimate paradox）的真理層次。它超越形上學之一切二元的對立相待（也包括形上學與超形上學的二元性分辨在內），既不肯定亦不否定，是對於一切形上學的解構或反建構（de-construction），乃不道之道。對形上學而言，它具有優位，因係形上學思辨的終極「根據」（ground）之故。如道家思想中，從一切偏有或執無的形上學思辨解放，而有的「無無」、「至無」，即屬超形上學的優位層次。莊子的超形上學，即在對於一切形上學的解構或反建構，預取了吉藏的「破邪（即）顯正」之論。終極不二（ultimately nondual）的超形上學弔詭，並不以己說為終極或絕對真理，故能避免形上學獨斷論的偏失。轉化「機心」而為相應於超形上學的「無心」，而達致人的自我解放。�

（二）倫理學的研究

倫理學一語來自西方，但這個領域的研究，在中國哲學中尤為熱門。在儒家的心性論中大量討論到這方面的論題，如性的善惡、心的作用等。工夫或修養論更是中國儒、釋、道三家所關注的焦點。

（三）知識論的研究

西方廣義的知識論，包括邏輯、認識論或方法論，這些都是西方哲學所長。中國哲學中，先秦的名學、墨學、荀學涉及這些領域。至於道家與中國佛學，在這方面都有獨特的觀點。

（四）其他方面

在哲學領域中還有其他的部份，如美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歷史哲學、文化哲學、社會哲學等等，都是可以作為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茲不贅述。

七、哲學研究的次第

前節談的是哲學研究的內容方面，屬橫的空間結構；在此談的是哲學研究的次第發展，屬縱的時間序列。上文曾論及「思想研究的幾個層次」，有文獻學、史學、哲學、科際整合四層，那是就一般思想研究泛說的研究層次。本節則專就哲學研究本身來說其次第。現在用本屬於幾何學空間概念之點、線、面、體，來展現哲學研究在發展次第上的特色。

（一）點：概念的研究

哲學的閱讀，須廣泛博通，所謂「大處著眼」；但研究的工作，卻要「小處下手」。哲學思想分析至最小基礎單元，即是概念。所以，概念的研究是哲學研究的起點。如有關王陽明的思想，可以先處理「心」這一概念；在中國佛學真常一系中，可以先分析「佛性」這一概念。

（二）線：命題的研究

由概念組成一哲學語句或命題，這是由點到線的發展。對此命題進行分析是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如在王陽明思想中，分析「心即理」此一哲學判斷；在佛學中，分析「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此一全稱命題。

（三）面：問題的研究

若干哲學語句或命題，可能圍繞著一個共同問題作回答，這就由不同線形成一個面。對此問題作廣泛的探討，可以打開哲學的視野。如在王陽明思想中，探討「知行合一」問題；在佛學中，辯論「佛性之本有或始有」問題。

（四）體：整合的研究

若干哲學問題，可能歸屬於一個整體的哲學之中，如由面構成一個體。對哲學作全體的探究，可以進入哲學的三度空間，甚至四度、五度空間（如形上學、超形上學），層層轉進，片片剝落，圖窮匕首見，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致，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慨。如整體通觀王陽明的「心學」；綜覽佛教各宗的「佛性論」。

有關哲學研究的次第，傅偉勳先生曾由更廣的範圍，倡論其屬於「一般方法論」的「創造的詮釋學」，將哲學研究的工作，由對已往哲學的詮釋、批判，到對未來哲學的創造發展，一起整合在五個層次來闡明，頗有見地。他的五層次的詮釋學簡列如下：�



1.「實謂」層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前詮釋學

2.「意謂」層次：「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依文解義的）析文詮釋學

（含脈絡分析、邏輯分析、層面或次元分析）

3.「蘊謂」層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原思想家所說的可能蘊涵是什麼？」-----------------------歷史詮釋學

4.「當謂」層次：「原思想家（本來）應當說出什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      ----------------------批判詮釋學

「必謂」層次：「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為了解決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創造詮釋學



有關「創造的詮釋學」的具體說明，請參考傅先生的宏文，在此不擬詳論。傅先生並強調：「創造的詮釋學也應該有其辨證無涯的常恆開放性格，能逼下一代的創造的詮釋學家承繼上一代創造的詮釋學家所留下的詮釋學以及思想課題，重新辯證地經歷（而非單純地反覆）上述五個層次，承先啟後，完成新時代的詮釋學以及思想創新的使命。」�

八、結論

本文嘗試由學者對思想研究法的論述，對思想研究法、尤其是哲學研究法作通觀、整合，以提供哲學研究者，有關哲學研究方法與程序之參考。東西方哲學固然各擅勝場，但作為理性的哲學，當有其基於人類理性的共同研究方法。本文從相關概念的簡別開始，介紹思想研究的面向或層次，再集中探討哲學研究的方法、分類與次第。在仔細比較探討學者所提出各種哲學研究方法之異同時，本文試將各種方法作有機地組合與合理的定位。並在篇幅容許的範圍內，舉例說明。

所謂「哲學」或「哲學研究」，不應以西方所界定的意義為限，所以本文更提到「實踐研究法」，視之為未來東西方哲學研究的共法之一。

最後，筆者對相關論題之興趣，並不代表有所專精，祇是希望由此引起學界，特別是中國哲學研究者，對研究方法的重視；而對此論題能有更多學者來關注與研究。尤其是本文疏陋之處，深盼得到學者之不吝指正。

�

� 「人文思想」意指與「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有關之思想。布魯格《西洋哲學辭典》「人文科學」條云：「狄爾泰（W. Dilthey，1833~1911） 首先把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相對抗；二者一起才總括了經驗科學的全部。��分清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界限，有力地證明了精神界與自然界的特性。」（頁195~196）不過，如果把「人文思想」限於「經驗科學」的範圍，並不妥適。

  布魯格（W. Brugger）編著的德文哲學辭典 “Philosophisches W(rterbuch”，項退結教授中譯本名為《西洋哲學辭典》由國立編譯館於民國65年10月出版，先知出版社印行。

� 該書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八十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臺一版。作者在重版新序中，自稱「三十年代在南京國學圖書館遍讀歷代文集之後，試圖對中國大部分優良思想的集成。」書中首先界定「方法的意義、範圍與次序」，然後論述觀察的方法、界限的方法、搜集的方法、選擇的方法、評論的方法、實踐的方法。該書比較偏重材料（即文獻）與歷史的研究法；又作者原始的撰述動機，不僅在探討研究方法，更有意於形成「新方法、新思想」。作者以「方法論」有廣、狹二義，狹義指觀點，廣義指各種思想研究法。在廣義方面，作者以「方法論」等同「思想研究法」。而狹義的「觀點」部分，作者歸納傳統觀點為唯心、唯物，而以「辨證法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為新觀點。這樣視「方法論」為「觀點」，用語稍嫌含混，和西方哲學一般所說的「方法論」涵義（見下文）不同。以「觀點」說「方法」，正屬勞思光先生所稱「方法」之借用意義而非原始意義，詳見下文。其次，該書較偏重文獻及史學的研究法，對作為思想中心的哲學方法反而鮮少著墨，實為一大缺憾。

� 在專著方面有馮耀明先生之《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在這方面做了相當有意義的探討。該書由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於民國78年9月出版。

� 台灣大學哲學系於民國79年5月18~20日召開「中國哲學之方法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論文，刊登在民國80年1月出刊的《哲學論評》第14期「專號」。

� 此文發表於《哲學與文化》20卷11期，項退結教授七十壽慶特刊，頁1045~1054。 

� 本界定，係參考何秀煌 《思想方法導論》，頁2。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6年11月5版。不過，何先生說：「只要是心靈的運作活動，就是「思想」。��甚至閒暇時，心靈的自由奔放，都可算做是思想。 」這樣把「思想」作廣義的解釋，似乎不合日常使用之習慣。一般來說，不會把一個人在做白日夢或幻想、遐想，說成他在思想。

� 在此借用宋稚青、林如豪 《邏輯與科學方法》論「哲學的客觀性」的一段話（頁355-356，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民國53年9月再版），不過這段話用來界定「知識」似更妥適。本文已將所借用的文字作若干修改。

� 「哲學」一詞，不容易下界說，因為根據的觀點不同，它本來就包含許多意義。Harold Hopper Titus教授在它的著作“Living Issues in Phiolsophy”（中譯為《哲學入門》譚振球譯，台南，王家出版社，78年1月出版。）中就列舉五點來說：1.哲學是個人對人生和宇宙的一種態度。2.哲學是內省的思想和理智的探詢的一種方法。3.哲學是要獲得一種整體的觀點。4.哲學是語言的邏輯分析和明瞭字詞和觀念的意義。5.哲學是一系列的問題以及關於這些問題解答的各種理論。（見中譯本，頁7~10）

� 參宋稚青、林如豪 《邏輯與科學方法》，頁355~356。

� 馮耀明先生在談到傳統西方與中國哲學之差異時，以前者為「作為理性立法的哲學」，後者為「作為價值根源的哲學」，頗為切要。但他批評傳統西方與中國哲學都有「大系統的迷思」，其內部「潛伏著各式各樣絕對主義、單元主義以及獨斷主義的細菌」，「表現了某一意義思想的極權與封閉」，而「畢竟是沒有現代意義的」。（見馮著《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序〉，頁15~19）筆者認為如果把哲學之建立偉大體系，一概視為「迷思」，並不妥當。哲學家在建立偉大體系時，或許有陷入封閉或非社會性、歷史性的危險，但是偉大體系如果可以不斷的隨時代而充實、更新，如同科學也可以不斷的革故鼎新，則歷來哲學家為他的時代建構偉大體系，並非沒有價值，也不能視之為「迷思」，而對哲學把「建立偉大體系」視為本身的使命，就不宜予以剝奪或否定。縱使這樣的努力是「沒有現代意義的」，也未必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把所謂「現代意義」絕對化，會不會又成為一種新的絕對主義、獨斷主義呢？

� 哲學和科學的關係與異同，在此不擬詳論，Titus《哲學入門》有廣泛的探討，可讀該書的第五、六章。

� 以哲學為信念，史作檉先生說得十分透闢：「一般的知識方法或行為公式，均不足以使人獲致一終極性的結果，那麼所謂哲學或其信念的存在，往往就是從這些公式或方法的窮盡處而真實地逼現出來。」「哲學的存在之所以異於其他一切種類的知識，即在于其本質上是一種信念，而非一種一般之知識。同樣地，其所以是一種信念，即在于它常能以一種特殊之透悟與鑽研的能力，獲知了知識之終極性之性質，乃得超越於一般的知識，而進入于一整體性人存問題之解決的探求上。」「哲學的存在，並不是一種知識，也不是一種目的，甚至也不是任何屬於結論性的事物，反之，它卻只是一種信念，一種人類必須幾經挫折、困擾、糾結與自我的鬥爭，才能加以確認之人類存在中之希望的信念。」（史著《科學、哲學與幾何學之空間表達》，頁9~10，頁7，頁5，台北，博學出版社，69年10月出版。）

� 見《張載集》，頁273。台北，里仁書局，民國68年12月15日出版。

� 見《曾文正公全集．第七冊．曾文正公日記》，頁六。台北，世界書局，民國41年7月臺1版。

� 曾國藩並非第一位作類似學術分類之人，吳康先生曾指出這類說法的淵源，他說：「昔宋伊川程子（頤）有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之言。清休寧戴東原（震）謂學問之途有三：理義、制數、文章。其弟子段玉裁亦稱師說，曰：有義理之學、文章之學、考覈之學。他如桐城姚姬傳（鼐）亦倡義理、考證、文章（後人亦曰：義理、考據、詞章）為學問三端之說。」（見吳著《哲學大綱》上冊，頁18，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4年10月2次增訂3版）

� 布魯格《西洋哲學辭典》，頁258。

� 以上引自勞思光〈哲學方法與哲學功能----序馮著《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見馮耀明《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序〉，頁1~3。

� 見成中英〈中國哲學中的方法詮釋學----非方法論的方法論〉，《臺大哲學論評》第十四期，頁249，民國80年1月。

� 參同前註。

� 此據吳康《哲學大綱》上冊，頁22及頁33所引翁德（Wilhelm Wundt）及吳先生自己之哲學分類說。

� 見勞思光〈哲學方法與哲學功能----序馮著《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馮耀明《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序〉，頁6。

� 見同前註，頁7。

� 見同前註，頁5。

� 見成中英〈中國哲學中的方法詮釋學----非方法論的方法論〉，《臺大哲學論評》第十四期，頁249~250。

� 見同前註，頁251。對於所謂「非方法」之義，成先生有個簡要的界定：「方法不離本體，故方法也是『非方法』」（頁285）在比較中、西方哲學的方法時，成先生詳說云：「除墨家外，其它諸子百家以及以後的中國哲學名家也都是用本體論或道德實踐論去規範方法和了解方法，而不是藉助方法來規範和顯示本體和實現道德理想。當然，吾人可以強調中國哲學的特點就是方法和本體的相互發明和發揮、相互界定和相互詮釋，這是與在西方哲學中以方法當做發現本體的工具，以及以方法論引入本體論的思想方式有性質上的不同的。」「中國哲學中的方法是要求本體與方法的一致，使方法融入本體之中，沒有獨立的存在。而這乃是由於方法本具本體之意，故方法可以導向本體的顯露。」「中國哲學的『非方法論的方法論』避免了此一方法與真理對立互斥的困境，因其能把方法和本體真理『辯證的』揉合在一個整體的關連系統之中。」（頁250，252~253，255）

� 參考何秀煌《思想方法導論》，頁1。

� 思想之一般方法也可以簡要分類為：直觀方法和推理方法。推理方法再分為演繹法、歸納法、類推法、分析法、綜合法。參見趙雅博《思想方法與批判》，台北，世界書局，55年11月初版。

� 譬如日本學者中村元在1948~49年著有《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討論印度、中國、西藏、日本思維方法的特色。本書有中文節譯本，由林太、馬小鶴譯，台北淑韾出版社與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1990年出版。 此書的英譯本，名為“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India, China, Tibet, Japan”，此處「思維方法」譯作 “ways of thinking”，這和通常將「思想方法」譯作 “general methodology”，多少還是有差別的。前者指個別民族文化中通常表現的思想模式，後者指較嚴謹的思想方法。

� 見華勒士《思想的方法》〈序〉，胡貽穀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

� 杜威（John Dewey）“How We Think”（1973），劉伯明譯（中譯名：思維術----思想方法論，台北，華岡出版部，民國62年2月出版。

� 見同註1。

� 本段至此處，係參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1~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66年4月3版。

� 如顧炎武說：「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又說：「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卷四．答李子德書〉）戴東原說：「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戴東原集．卷十一．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王念孫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 （〈說文解字注．序〉）陳煥說：「小學明而經學無不可明矣。」 （〈跋說文解字注〉）

� 參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頁3，台北，東大書局79年7月初版。

� 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第五章至第八章，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8年3月10版。

� 見同前註，頁60。

� 參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頁115，120，121。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8年9月第2刷。 

� 參同前註，頁121。

� 參同前註，頁125，132。

� 參宋稚青、林如豪 《邏輯與科學方法》，頁356。

� 參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頁125。

� 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論科際整合的探索理念及其具體實現〉，頁52。傅教授接著論他所謂的「整全（顧及全面）的多層遠近觀」云：「對於知識問題、人性問題、文化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等諸般問題，能從各種不同的學科觀點或理論角度去考察透視，經由分析而後進行全盤性的綜合，經由個別的分觀而後建立整體性的總觀，經由精細的微視而後試予哲學性的宏觀，這樣才能顯示科際整合的意義與成效來。」

� 參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Emotional Intelligence”（EQ）（1995），張美惠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4月初版。

� 這方面知名之著作，如梅伊爾（Richard E. Mayer）“Educational Psycyology: A Cognitive Approach”（1987）林清山譯（中譯本名《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0年初版。

� 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頁29~30。

� 見同前註，頁29。

� 吳康《哲學大綱》，頁39~40。

� 見唐君毅《哲學概論》上冊，頁177~205。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68年9月6版。

� 可參考張成林〈哲學研究方法簡述〉一文，刊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第35輯，民國83年6月5日出刊。

� 見吳怡《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頁21~29，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3年9月再版。

� 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頁6~7。

� 同前註，頁7~8。

� 見吳怡《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頁16~19。吳怡先生所說的研究方法，其實依他自稱是「三點認識」：把握哲學的背景及演變關鍵；認清各哲學的特殊面及共同面；把哲學家放在思想之流中去欣賞。

� 見溫公頤《哲學概論》，頁373~38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2年9月臺5版。

� 發生、解析、系統三法，勞思光曾在《新編中國哲學史》〈序言〉論「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問題」中提及；而實踐的方法，在蔡尚思先生《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七章）及吳怡先生《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頁13）中都提及。勞著，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7年11月增訂4版。

� 唐君毅先生所提的「發生論的哲學方法」與此處的「發生研究法」不同，唐先生所說的方法是指：「依此種方法來討論哲學上之知識、存在及人生理想等問題，都是重在問其所以發生之時間上之先在的事件之根據。��此種哲學方法之目標，在尋求時間上之在先者，以說明在後者之所以發生。然此在先者，卻非必已見於歷史之紀載者，而恆是由人之推想，以設定其存在者，故為哲學而非歷史。」（唐著《哲學概論》上冊，頁183~184。）

�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8。

� 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頁3~4，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冊一。

�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10~11。

� 參宋稚青、林如豪 《邏輯與科學方法》，頁307~308。

� 見馮耀明《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序〉，頁23。

� 「超越分析」是指分析出使經驗（知識）成為可能之先驗概念或超越原則。馮耀明先生認為「超越分析」不是可靠的方法。詳參所著〈超越分析與邏輯分析----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之方法論問題〉，《鵝湖月刊》20卷1期 = 總號229，民國83年7月，頁8~20。

� 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頁21。

� 《宋元學案．卷十三．明道學案》，頁18，台北，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冊二。

� 《宋元學案．卷十二．濂溪學案》，頁1。

� 此語傅先生原文作「多層義涵」，與他把層面分析視為「平面的」，易引起混淆，不如改為「多面義涵」。因“dimensional ”一般譯為「向度的」，本有面向之義。甚至「層面分析」一詞，也可改為「面向分析」或「向度分析」。

� 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11~12。

� 見布魯格《西洋哲學辭典》，頁258。布魯格並指出分析法、綜合法的區別，不同於邏輯上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之區別。

� 趙雅博先生在其《思想方法與批判》「思想一般方法」一節中，曾詳論分析法與綜合法，可以參看。他以分析有經驗的分析（又分實在的分析、心性的分析）、發展的分析、推理的分析三種。並指出「分析」與「區分」不同。綜合法也分經驗的（或實驗的）綜合、發展的綜合、推理的綜合三種。見該書頁353~359。

� 參宋稚青、林如豪 《邏輯與科學方法》，頁306~307。

� 參吳康《哲學大綱》，頁46~48。

� 見唐君毅《哲學概論》上冊，頁194~195。

� 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頁113~116。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64年5月4版。

� 宋稚青、林如豪 《邏輯與科學方法》，曾介紹一種「分析綜合法」：「綜合法與分析法，後者是用以探討外在個別事物的現象推及其原則。前者是從原則上演繹下來，再推到各個別事物。這樣使研究學問的人更能明瞭個別事物的真相。這種從分析到綜合，再從綜合到分析的方法，我們稱為分析綜合法。��這個方法可同時被應用於科學或哲學。」（頁308）「分析綜合法」雖非「詮釋的循環」，但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 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頁115~116。

� 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再版序〉，頁2~4。

� 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7。

� 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頁116。他說：「一切思想，都是以問題為中心。沒有問題的思想不是思想。古人是如何接觸到他的問題？如何解決他所接觸到的問題？他為解決問題，在人格與思想上作了何種努力？以及他通向所要達到的目標是經過何種過程？他對於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何實效性、可能性？他所遇著的問題及他所提供的方法，在時間空間的發展上，對研究者的人與時代，有無現實意義？我們都要真切的感受到。」

�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15。

� 對基源問題研究法，高柏園先生曾有專文檢討，頗有參考價值。見所著〈論勞思光先生之基源問題研究法〉，《鵝湖學誌》12期，民國83年6月，頁57~78。 

� 見唐君毅《哲學概論》上冊，頁187~188。

� 參林安梧《存有．意識與實踐》第九、十章，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2年5月初版。

� 見吳怡《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頁12~15。

� 見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頁153~154。

� 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頁116。

� 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頁36~42。

� 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頁1~46。

� 同前註，頁12。






